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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对颠覆性技术的认识往往主要局限于经济、商业和科学学等领域，无法全面把握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科技伦理治理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不仅在特定行业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而且日益深度嵌入社会系统，在人的自主性、社会公平正义、自然秩序等层面均带来颠覆性伦理挑战及治理难题。然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突破性和伦理规范制定、伦理治理框架变革速度之间有时存在不对称性，治理效益与风险的权衡极为复杂，涉及多方利益冲突，难以达成一致性和共识从而导致决策困境。在推进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中，应注重伦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同步推进、强化敏捷治理，通过加强伦理预见优化风险与效益权衡，扩大多元主体参与和跨学科合作，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制定颠覆性技术伦理标准和治理框架，促进颠覆性技术向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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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Under the Strategy of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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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is often limited to the fields of economics, business, and scientific studies, hindering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onl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specific industries, but are also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social systems. These technologies pose profound ethical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 issues related to human autonomy,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the natural order. However, there is often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rapid pace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slower development of ethical norms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s. Balancing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governance is highly complex, involv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 which makes consensus and decision-making challenging. To advance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it is crucial to promote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eth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 agile governance, and enhance ethical foresight to better balance risks and benefits. Expanding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long with reinfor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re also essential. These efforts can help establish ethical standards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s for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ensuring their development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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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期以来，人们对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y）的理解主要局限于经济、商业和科学学等范围，往往从行业格局重塑等层面看待其颠覆性作用，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迅速推进，在市场需求、技术创新和国家战略等多重因素驱动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得以快速发展并在社会经济进步和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企业、政府、学界和公众等高度关注的技术创新领域。这些颠覆性技术已经突破行业领域而对人类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引发前所未有的伦理关切。中国极为重视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作为突破口把握科技发展的机遇和主动权，同时也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的伦理规制，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2023年科技部等十部门印发了《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强调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规范和引导。在此背景下，准确把握并积极应对颠覆性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必然是优化科技伦理治理、促进科技向善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  科技伦理治理视角下颠覆性技术的社会影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那么，科技伦理治理就是基于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审视，明确科技活动的价值准则，将伦理因素纳入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中和落实于具体的社会治理行动之中。当前，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领域就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这些技术既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因其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带来广泛而激烈的伦理争议。从科技伦理治理的视角审视，颠覆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均已超越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行业领域，需要从伦理、社会等视角分析颠覆性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应对颠覆性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因此，基于科技伦理治理战略，对颠覆性技术这一总体技术分类进行科技伦理治理的相关研究，更有助于把握该类技术伦理治理的一般规律，从而提高科技伦理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从概念内涵演绎来看，“颠覆性技术”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出现的，最早由美国学者鲍尔等[1]于1995年提出，他们对颠覆性技术概念进行了阐释，在将颠覆性技术与持续性技术（sustaining technology）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强调了颠覆性技术对市场和企业的巨大影响。随后，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等[2]于1997年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理论，内容涵盖组织、服务、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等，进一步深化了对颠覆性技术的理解，强调颠覆性技术能够彻底突破现有供应链和商业模式，进而对市场和工业生产带来颠覆性影响。就本质而言，颠覆性意味着有秩序的过程被打断、打乱，也有结构上的混乱、错乱和剧变而呈现不一致性、不连续性之意，因而颠覆性技术就是能够带来突发的或意料不到的效果的创新技术[3]。颠覆性技术通过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技术路径颠覆现有市场或者产业格局，甚至能够完全取代旧有的技术和产业。一般而言，颠覆性技术在创新初期往往不会被引起广泛注意或接受，但是其对现有行业或市场的颠覆性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明显，因而也会逐渐为产业和社会所重视。
上述对颠覆性技术的界定主要是基于经济和商业视角，为理解颠覆性技术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颠覆性技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维概念，为了对其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有学者如Schuelke-Leech[4]从对社会影响的领域和程度等层面进行划分：将那些仅在某个特定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技术归类为一阶（first-order）颠覆性技术，例如“滴滴”“优步”等打车软件的应用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在提高出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路径依赖等问题，但是并未对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而节能电池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电池行业和市场构架，引发了一系列行业组织、服务模式等的变革，也推动了关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伦理思考，但并未触及自然秩序、人类社会基本价值体系及制度框架等深层次问题；相较而言，那些突破特定领域对人类社会产生全局性颠覆影响的技术则被归类为二阶（second-order）颠覆性技术，这类技术能够突破经济和商业领域，很大程度上关涉人类固有的价值系统和认知框架等层面的问题，其带来的颠覆性案例广泛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整个社会领域，因而也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性颠覆技术”（socially disruptive technology, SDTs）[5]，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和地球工程技术等，涉及的是人类自身的改造、社会正义和自然秩序等层面的深度颠覆（deep disruption），即对人类社会基本概念、思想范畴、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人类存在和交往的既定认知及规范性系统等带来颠覆性影响，从而引发广泛的伦理争议。
总之，对颠覆性技术社会影响的思考，应突破传统的经济、商业等行业影响视角，从技术与社会深度互动的关系上才能更好地把握当前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并在科技伦理治理战略下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与社会伦理的关系、科技活动产生的伦理问题以及如何在科技活动中确保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6]。
2   颠覆性技术的伦理挑战及伦理治理诉求
颠覆性技术对于市场、行业甚至社会的影响往往具有突破性的变革效果，应从伦理、社会、政治等视角全面分析颠覆性技术在人、社会和自然等层面带来的伦理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合理的伦理治理策略。
2.1  在人自身层面带来的伦理挑战
就本质而言，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技术参与了人类对自身的认知、理解和建构过程，而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深度触及人类社会固有的规范体系和秩序构架，可能对人类根深蒂固的价值信仰、社会标准和基本概念体系带来深度颠覆，进而引发巨大的伦理冲突。例如，作为一种典型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已经在诸如金融、交通、娱乐、医疗和制造业等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在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促进决策合理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与以往技术截然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改变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历史的进程，它不断融入我们的生活，将带来一个新世界[7]19-20。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人工智能日益被赋予以前只能由人类心智完成或尝试的任务，挑战了“人何以为人”的决定性属性[7]221，对人类主体性、责任、规范系统以及人的基本道德和法律地位等相关概念框架带来深度冲击。人类在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捷与自由的同时，又深陷被智能造物支配与控制的危机中，人的主体性逐渐被智能机器削弱和占有[8]。再如，合成生物学颠覆了人类对于生命具有内在目的的认识，将人工设计意向嵌入生命制造过程，合成生物的研发、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其功能存在偏离使用规划甚至脱离控制的可能[9]。同样，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的基因进行编辑，按照预定的意愿改变基因的构成和生命体的身体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的性能，带来关于人的自主权丧失和道德分歧等伦理问题与伦理挑战，可能使人类的未来图景发生颠覆性改变[10]。
2.2  在社会交往领域带来的伦理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发展关涉着更加深层次的伦理挑战，个体权利、自由、尊严和社会角色异化等一系列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例如，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人类能够通过数据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由其引发的数据革命具有颠覆性作用，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价值判断与利益诉求以及人类的知识来源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与途径[11]，对如何以公平和负责任的方式分配信息和成本收益权衡提出更高要求，深刻影响现有的道德和法律框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数字技术模糊了原有的社区和族群边界，使文化、道德、价值等的多样性和信息安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再如，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处理，可以用于完成自动写作、图像和视频生成、虚拟角色创造等任务，但也可能步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商业的后尘，使得诚信、知识产权等伦理和法律上的权利及基本的价值观沦为牺牲品[12]，带来虚假信息传播、隐私泄露和文化偏见等伦理问题，损害信息可信度和公众信任，“可能使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退回到一个个人的、过滤的、定制的世界。在这种情境下，人工智能的力量加上它的普遍性、隐蔽性和不透明性，将引发人们对自由社会甚至自由意志前景的怀疑。”[7]245
2.3   在自然环境层面带来的伦理挑战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3]。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协同演化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自然秩序、人类秩序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近代以来，人类借助于现代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对自然干预和改造的范围与强度，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总体上并未涉及行星尺度上对自然秩序的改造。毫无疑问，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枯竭等紧迫的全球问题，颠覆性技术的使用可能是必要且重要的，有利于更好地进行自然资源利用和新型能源开发，但其影响的是人类与自然长期形成的秩序系统，如果引入新的生物种类就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增加物种灭绝的风险，所带来的伦理挑战和伦理风险极为复杂和严峻。例如，地球工程这一颠覆性技术有可能操控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稳定序列，挑战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秩序、社会秩序、世界格局和一系列相关伦理准则，也必然会对“气候系统”“地球”“自然”等观念造成冲击，“气候”“地球”“人类”等概念都将产生与传统道德地位不同的道德意义与地位内涵[14]；不仅如此，地球工程技术还在不同程度上关涉政治分歧、文化冲突、全球正义和代际正义等问题，呈现出伦理挑战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总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不仅在经济、商业等领域带来颠覆作用，而且在人、社会和自然等全方位及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对其进行伦理治理以使技术与伦理同向而行，已经成为各国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议题。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用“巨机器”（megamachine）概括现代技术的本质，认为现代技术已经脱离了人类的其他功能和目的，指向的是巨大的支配和控制作用[15]。可以说，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权力机制，存在以最彻底的方式变革既有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而给人类带来巨大伦理挑战的可能性。当然，颠覆性技术所带来的颠覆性效应并非技术本身所固有，而是取决于技术与某种特定社会情境的复杂相互作用，颠覆效应总是与某个特定的技术社会情境（a given technosocial context）密切关联[16]，由此也凸显出人类对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应用的理念、决策和行动的重要性。一项新技术的发展越是难以预测，其颠覆性后果就越大，伦理关涉度也越高；而人类如何理解和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对于技术和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由于颠覆性技术具备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可能会突破传统的科技伦理体系，进入科技伦理治理的“无人区”[6]。 因此，如何看待颠覆性技术的社会影响、能否通过颠覆性技术的伦理治理而保持技术与社会系统的稳健性，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能否达成向善目标。
3   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面临的难题
针对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应用带来的伦理挑战，世界各国均积极探寻伦理治理战略以促进颠覆性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但由于颠覆性技术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巨大的社会风险性，对其进行伦理治理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
3.1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突破性与伦理规制的相对滞后性
传统的技术伦理往往以固有的伦理理论和规范为标准对具体技术伦理问题进行反思与辨析，虽然能够为技术伦理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提供论证基础和价值依据，但是由于缺乏对具体的、情境化技术实践的适应性而无法有效应对高度不确定性和极端复杂性的颠覆性技术伦理挑战。由此，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突破性和伦理规范制定、伦理治理框架变革速度之间有时存在不对称性：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具有变革性、突破性、前瞻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17]，并且已从传统的抽离于社会生活的技术流派转向技术开源代码的普及，呈现出迭代更新速度快和低门槛扩散化现象，其潜在的伦理问题具有影响程度高、全方位、持久性和不可逆性等诸多特征；另一方面，伦理治理相关规范和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制定和调整往往会滞后于技术发展，如何因应技术发展而构建快速高效的伦理规制和响应机制必然成为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例如，当前，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日益扩展，导致相关伦理机制、伦理规范的制定需要考虑众多因素，包括技术的风险与利益、社会的价值观、法律的适应性等，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讨论和遵循政策制定的程序。中国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从技术发展与治理、服务规范、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出相关规定，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发挥重要作用[18]。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目前发展尚不成熟，仍处于快速更新中，新问题新现象仍然在不断涌现，必然需要不断细化、优化相关治理措施，以便及时应对新的伦理问题和伦理挑战。
3.2  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中效益与风险的权衡极为复杂
颠覆性技术可能会彻底改变现有市场或行业的格局，构建新的商业模式或产业链，这些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效益前景，同时也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伦理挑战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新技术的变革带来的影响，它发展到顶点时，可能会带来一个依赖于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机器、不受伦理或道德规范约束的世界。”[19]在科技伦理治理过程中，评估和管理这些技术时需要平衡效益和风险，力图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和化解风险，使技术创新的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然而，颠覆性技术在早期阶段通常不够成熟，未来发展路径、技术性能和可靠性通常不确定，对其风险评估和未来影响的预测必然具有较大难度。例如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问题也必然带来新的监管诉求和监管挑战，也可能引发社会公众对技术伦理问题的担忧，技术创新者和决策推动者通常强调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性，但如果基于风险评估而进行过度监管则可能抑制技术的发展，这就使利弊权衡和风险决策变得极为复杂。而且，人工智能和算法决策系统等颠覆性技术往往具有“黑箱”效应，在评估技术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方面困难重重，在这种不透明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而在评估技术的公正性、可靠性和潜在偏见等问题上面临巨大挑战。
3.3  颠覆性技术创新决策涉及多方利益的冲突和协调
颠覆性技术常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其应用和影响广泛而复杂，政府、企业、技术从业者和使用者等各方可能持有不同的立场与利益，牵涉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多元价值，导致伦理治理面临复杂的道德争议，因而如何最大程度促进技术开发和决策过程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公平和公正的决策过程是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面临的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例如，人工智能产品设计和应用的价值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开发者和决策者的偏见与局限性影响，如果技术开发过程缺乏多样性和包容性，可能会导致算法偏见、社会歧视等伦理问题，也可能扩大“数字鸿沟”，使得某些人群无法享受到人工智能创新带来的益处。这就对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的跨学科合作和综合方法提出更高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科技活动应鼓励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合理参与，建立涉及重大、敏感伦理问题的科技活动披露机制，这为促进技术创新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提供了基本指南。但由于每一项技术决策均可能涉及法律、伦理、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专家意见，有时因难以协调多方利益、无法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决策困境。
3.4 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的跨国合作与协调面临挑战
回顾历史，技术革命往往伴随着不可预知的挑战，人类曾经因为对颠覆性技术的全球治理认知不够深入而面临巨大的文明威胁[20]。当前，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通常涉及跨国界和全球范围的影响，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的法律和伦理框架，使得跨国治理和合作变得复杂，可能加剧全球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缘等差异较大，颠覆性技术的风险和收益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不同国家对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的理念、原则和规范等存在着诸多分歧，因而如何实现世界范围内数据共享与保护之间的平衡面临巨大挑战。而且，当前的颠覆性技术往往是一种技术集群，不是某项单一的技术创新，无法通过单学科和单主体等治理模式应对伦理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天然地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多元行为和多元治理议题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单一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无法解决所有治理关切[21]。因此，如何在尊重国际差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并制定具有全球适用性的准则、建立全球性的伦理框架和国际合作机制，以应对全球化中的颠覆性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必然是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面临的难题。
4  优化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的可能路径
当前，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速度远远超过社会规范和制度系统的变革速度，这已经成为技术时代的一种新常态，基于颠覆性技术对社会影响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等特征，不断优化科技伦理治理无疑是应对颠覆性技术伦理挑战的战略选择。
4.1  注重伦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同步推进
颠覆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原有的规制框架带来挑战，给旧有的企业、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带来潜在的破坏和难以预料的风险[22]，以固有的伦理框架难以应对复杂多变、高度不确定性的伦理风险，应克服传统伦理学以静态的规范模式看待技术变革的局限性，基于新的技术境遇开发新的可应用于不同技术领域的分析、干预和伦理评估方法，并根据技术发展的阶段及其带来的伦理挑战对伦理道德进行因应技术情势的及时、动态调整。例如，人工智能是一项变革性技术，能够全面渗透人类生存空间并重塑社会生产关系，指导人工智能应用的价值观念必须是动态演变的[23]。中国首份由智库媒体发起的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规范的倡议书——《生成式AI伦理与治理倡议书》，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和规范提出确保安全、信息披露、人工把关、敏捷治理等七大原则，并给出七大治理建议[24]。这就要求克服将科技与伦理仅仅视为两种分立的系统的思维惯性[25]，将两者置于一种生态互动的模式，进行“技术-社会”系统化伦理审思和探究，适当调整道德、社会和政治中使用的规范概念和规范体系，甚至可以引入一种全新的思考框架对颠覆性技术进行伦理治理，根据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阶段、技术类型和技术环境等特征构建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准则，使伦理治理与技术情境相匹配，提高创新主体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行动能力。在此过程中，将相称原则既作为一个中介原则，也作为一个伦理原则，用以促进科技创新与人类福祉的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伦理治理的目标，解决何种科技创新是与人类福祉相称的、何种风险是与人类福祉相悖的问题[26]。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地球工程等颠覆性技术挑战了我们理解和评估世界的基本范畴与概念，诸如自主、责任、民主和自然等，必须对关键范畴和概念进行重大反思性研究，从而创新技术伦理和哲学甚至整个哲学领域[16]。
4.2  强化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伦理预见
在传统技术时代，主要诉诸事后治理来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但在应对技术预测困境和风险不确定性等难题时往往效力不足。传统的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估方法通过分析某项技术现有的状态，使用合适的方法预估其未来的发展方向[27]，基于后果主义立场，注重技术预测结果以对技术创新发展进行预警性评估，一般指向的是一种单一的技术未来。这种技术预测方法对于传统技术风险和挑战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做好预警性应对。但是，颠覆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仅诉诸后果主义方法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还需要加强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伦理预见，即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协作而审议技术发展未来的多种可能性，提供多样化的技术前景。它不同于技术预测的静态性和技术未来设想的唯一性，而是一种动态过程，通过对技术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进行排序来确定可行的选项，进而对技术发展进行早期干预，指向的是技术的动态发展和多样化未来，以科技创新主体和跨学科专业人员为主导进行收益与风险的综合评估，积极寻求社会共识，最终实现对于颠覆性技术伦理风险的全方位把控[6]。由此，为了平衡颠覆性技术的效益和风险，企业和政府机构需要制定全面战略，包括风险管理、监管政策、创新和投资策略，以及社会参与和沟通计划，将技术伦理预见作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前瞻性政策分析工具，用以指导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技术路径的选择、技术产品的设计等，为政府部门、产业界和社会各界提供一个面向未来的视角和知识储备，从而促进相关技术与愿景的实现[28]，增强应对颠覆性技术伦理挑战的政策响应。
4.3  扩大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多元主体参与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颠覆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认识框架，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即使是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也无法对其伦理风险作出充分的判断和说明。在此背景下，应促进政府、学术界、企业和公众等多方协同，制定合适的政策、标准和规范，共同推动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积极开展伦理学家、哲学家与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之间的跨学科合作，鼓励利益攸关者对创新价值偏好开展建设性对话，保持透明沟通以建立信任体系，使颠覆性技术创新活动处于更加开放的社会讨论和创造过程的情境之中。充分发挥多样性和包容性在技术开发和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形成一种更具自我反思性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模式，降低技术的社会风险，这是提升技术的伦理预见水平、促进伦理嵌入性的重要途径。例如，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过程中，应由人工智能伦理学家、人工智能一线从业人员、利益相关者等协商，根据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具体要求和技术实践情境，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使技术从业者容易理解和执行，使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从原则走向行动、从理论场域迈向实践过程，对于创新活动保持一种特殊的前瞻责任感，考虑人类道德情感的多样性、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广泛性[29]。另外，颠覆性技术在社会中具有复杂的运行方式，其潜在风险难以在实验室内得到充分研究，往往会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应更多地关注技术在社会环境中的应用，在社会中学习和了解新技术，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加强公众的参与和知情同意，在保护公众利益和促进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开展公众咨询、听证会、社区讨论等方式获取关于新技术应用的知识和伦理分析。这并不是要消除不确定性，而是积极促进包容、开放的异质性参与，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和增强透明度，促进技术应用的公正和公平，在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过程中做到伦理先行。 
4.4  健全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的制度保障
在当前的技术创新实践中常常出现伦理机制低效的情况，大量伦理规范的制定仅仅被当作一种伦理承诺，伦理审查没有得到严肃对待，前沿伦理的预见性研究和伦理指引的发布等被视为科技创新的障碍[25]。中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规定，国家鼓励新技术应用，按照包容审慎原则推动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应用试验，为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创造条件，这就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审慎推进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在推进科技伦理治理过程中，应强化他律手段的保障和支撑，遵循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等善治原则，对传统科技伦理治理的规则进行重构，国家和各级伦理委员会及相关机构应制定明确的制度和章程，促进科技与伦理形成必要的张力与合力。例如，对于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应秉持审慎原则规制其在社会领域的应用并强化算法设计中的伦理嵌入，强化其整个生命周期的伦理规制。这并不是对传统伦理学规范方法的否定，而是强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向实践，既是一种通过伦理培养和约束，自觉地将科技伦理相关价值原则和规范转化为科技伦理行动的自律过程，也是一种通过一定的政策、制度等途径加以保障的他律机制。科技伦理治理存在潜在治理失灵隐患与固有治理工具缺陷，亦需要通过适度法制化方式弥补适应性治理与软法规制在具体施行场景中呈现出的非效率弊端[30]。科技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旨在加强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促进负责任创新，为加强科技创新的伦理审查提供政策依据；而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则为促进人工智能的合理、负责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4.5  加强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的国际合作
颠覆性技术通常具有跨国界的影响，伦理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积极合作，通过国际合作和对话，建立跨国协调机制，制定涵盖数据共享、隐私保护、技术标准和伦理指南等内容的合作协议，为各国制定政策提供参考和支持。中国基于科技伦理治理的“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和开放合作”五大要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伦理治理，于2022年11月发布了《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向世界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思路和建设性方案，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和“智能向善”理念，主张增进各国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理解，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更好赋能全球可持续发展，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31]，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科技伦理治理框架和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促进颠覆性技术的包容、负责和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以此为基础，应进一步加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在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和实践交流，积极开展颠覆性技术合作研究项目、构建跨国合作机构和技术风险应急响应机制，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共同应对颠覆性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促进颠覆性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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